
新石器时代考古
吴卫红　常经宇

据初步统计，２０１９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考古报告８部、简报６５篇、专著
１９部、论文集１１部、译著４部、图录２６部、各类论文２２０篇。刊发的期刊以文博类期刊
和辑刊为主，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期刊的比重较低。见诸报道的学术会议１７次，其
中论证会９次、专题研讨会８次 （ＭＱＢ图一）。

图一　不同类型刊物的刊载数量

文章呈现明显的偏向性。考古发现占比最高，生业研究其次，宏观文化研究、器物

研究、聚落研究、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较为均衡，文明起源仍是热点。文化性质与分

期虽有一定数量，但类型学研究明显不足，理论研究薄弱，方法反思欠缺，礼乐与精

神文化、社会组织与族属研究相对冷落，反映出学界对考古学研究的边界日趋谨慎

（见图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效果显著，考古发现亮点较多，但

区域不平衡。海岱、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工作稳中有进，半月形地带的河套、燕辽

及东北、川渝及西南地区持续亮眼，淮河中下游、华南、西北地区相对较少 （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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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不同研究方向的文章数量

图三　不同地区发表的考古材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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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及燕辽地区

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气候剧烈转变的背景中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始终是学

界热点。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５年对穆棱市康乐遗址进行了４平方米试
掘，获得了端刮器和边刮器等６２件器物，距今９６００～９０００年，弥补了奥西波夫卡文化和
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之间的空白。早年采集的１件旧石器时代末期半月形两面器，显示
该地可能有多时期文化堆积 （《北方文物》第４期）。该所等２０１５年还在饶河县小南山遗
址ＩＩＩ区清理出８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距今９１３５～８７７５年，陶器仅见罐，口沿下戳印
的斜向栉齿纹条带特征鲜明；出土的玉珠、管、璧、斧等跻身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玉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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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发掘者称其为 “小南山文化”（《考古》第８期）。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随着
双塔和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而逐渐清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１３年抢救性发掘了
泰来县东明嘎遗址，出土陶器以施几何纹样的筒形罐、侈口鼓腹罐及弧腹罐为代表，通体

压制的石镞和石刃体现较高的细石器工艺，极大地补充了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内涵 （《考

古》第８期）。昂昂溪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资料缺乏、层位关系薄
弱。该所２０１３年对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墓葬和灰坑，通体压琢
的三角形凹底石镞具有石片工业特征，大量捕鱼、狩猎骨器显示出渔猎经济特性，也印证

了梁思永对昂昂溪文化的认识 （《考古》第８期）。
小河西文化概念的提出，曾引发了学界讨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机构在区域系统

调查基础上，２０１５年试掘了阜新市贾家沟西遗址，仅见一处椭圆形房址，陶器多为质地
粗糙的平底筒形罐，系列测年距今７８５０～７６５０年，明显晚于以往的推测 （《边疆考古研

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吉林大学等对阜新市塔尺营子遗址试掘，发现半地穴房址，
陶器多见平底筒形罐、束颈罐和杯，人面纹石雕像最具特色，距今７４５０～７３５０年，属于
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

北方草原地带以往工作较薄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对河北康保县兴隆
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连续四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房址、室内灶和居室葬为代表，遗

物多见陶、石和骨牙角蚌器，属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测年距今

８８００～５２００年，初步构建起该区域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 （《中

国文物报》１０月１１日第８版）。

（二）河套地区

阿拉善盟文物局等单位２０１５年对阿拉善左旗乌兰布和遗址进行初步调查，收集了部
分陶器和石器，初划为两组，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或稍晚，可能受阿尔泰山地区、米努辛
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文化影响 （《草原文物》第１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２０１９年对吕梁市德岗遗址抢救性发掘，其中仰韶中期
Ｆ１达１３７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最早大规模采用片石铺筑的房址 （《光明日报》７月７日第
４版）。该所及有关单位２０１２年抢救性发掘了灵石逍遥遗址，揭露出仰韶晚期的房址、陶
窑和灰坑等，出土器物以罐、钵、盆为代表，不见尖底器，与白燕遗址一期遗存相当

（《考古》第１期）。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２０１４年对定襄西社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测与调查，
采集到较多龙山文化时期和少量二里头至商周时期的遗物 （《文物春秋》第５期）。

石峁遗址是河套地区近年最重要的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２０１８年对皇城台
顶的大台基进行了发掘，在南护墙倒塌石块内和墙面上清理出一批石雕像，技法非常成

熟，有圆雕、浮雕、阴刻和阳刻，内容包括符号、人面、神面和神兽等，超出学界对

４０００年前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 （《中国文物报》１月１１日第８版）；皇城台地点也出土了
目前全球时间最早的乐器———口簧 （《光明日报》１０月９日第９版）。该院及有关单位
２０１７年还对靖边庙梁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仰韶晚期的灰坑埋人现象为研究本地区葬
制及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文博》第１期）。龙山时期可分两段，早段出土了陕
北最早阶段的陶；晚段出现了典型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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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显示出龙山后期本地区的普遍特色。该遗

址内涵丰富、层位清晰、年代明确，在近年陕北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中非常突出 （《考古与

文物》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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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南部的工作以往相对薄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对延安芦山
峁遗址的发掘，揭露出一批庙底沟二期遗存，有大型夯土台基、院落式建筑群、窑洞式房

址和居室葬等；遗物有筒瓦、板瓦、钩形石厨刀，及玉璜、牙璧、环、钺和刀等，距今

４３５０～４２５０年。院落式建筑群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中轴对称式四合院，板瓦和筒瓦也是目
前最早的，居室葬则是辽西和坝上地区以外首次公布的墓穴式居室葬 （《考古》第７期）。

（三）西北地区

为配合民和县喇家遗址公园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２０１５年在施工范围
内发掘，揭露出齐家文化壕沟、房址和墓葬等，为探究聚落布局、结构和性质提供了关键

证据 （《四川文物》第４期）。四川大学等２０１７年对喇家遗址Ⅷ１区进行了小范围发掘，
发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而齐家文化灰坑堆积再次显示出地震迹象 （《边疆考古研

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对民和胡李家遗址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少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以尖底瓶、钵、深腹罐和盆为代表

（《华夏考古》第５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２０１８年对宁县石家墓地进行调查，在李家咀及线湾遗址发

现有常山下层文化的房址、灰坑和路基等遗存 （《大众考古》第６期）。

（四）中原地区

洛阳盆地是龙山时代文明演进的关键地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与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开展了近１１２０平方千米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从裴李
岗文化到东周的遗址 （地点）４５６处，展示了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区从零散的聚落到王朝
统治中心的社会发展轨迹 （《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区域系统考古
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为进一步了解新密古城寨城址的年代和布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解剖了东城壕，全面了解了城壕、墙体护坡、城墙基础和城墙主体的特点及相互
关系。出土遗物具有王湾三期的特征 （《华夏考古》第４期）。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配合遗迹厅场馆建设，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进行了发掘，清
理出仰韶、龙山时期各类遗迹２０４个。结合２０１７年勘探结果，掌握了遗址的总面积和布
局概况 （《华夏考古》第６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于２０１８年发掘了淮阳平粮台
城址外西北部，发现的造律台晚期文化遗存与城内堆积一致 （《华夏考古》第４期）。该
院等在淮阳时庄遗址发掘出一处龙山时期的粮仓群，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粮仓遗址之一

（《光明日报》１２月３日第９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于２００６年对邯郸薛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

现其文化面貌与后冈二期相似，并显示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 （《邯郸薛庄遗址考古发

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６年抢救性发掘了临汾桃园遗址，庙底沟和西王村类
型遗存丰富，其中Ｈ３５９部分遗物具有典型庙底沟类型特征 （《文博》第５期）。该所
２０１８年抢救性发掘的运城辕村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 （《中国文物报》７月１９
日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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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对西安米家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仰韶
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和客省庄文化遗存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抢救性发掘了西安马腾空遗址，首次发现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环壕
聚落 （《中国文物报》７月１９日第８版）。

（五）海岱地区

城子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揭露出龙山文化环壕聚落，并证实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还复掘了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的探沟 （《考古》第４期）。该院２０１５年抢救性发掘曲阜果庄遗址，揭露出丰
富的大汶口中晚期和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存 （《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滕州市公安局于２０１５年破获滕州岗上遗址文物盗掘案时，收缴玉器５９件，其中包括
铲、佩、牙璧、环镯等，具有明显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特征 （《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

学出版社）。

为了解沭河上游及陵阳河地区龙山文化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

２０１７年对日照薄板台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龙山文化早、中期城址的发现填补
了沭河上游地区史前城址的空白，也扩大了对尧王城类型内涵和范围的认识 （《考古》第

１２期）。
济南焦家遗址的调查、发掘是海岱地区的亮点之一。山东大学等单位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片墓地及祭祀坑、房址、城墙，揭露出墓葬２１５座，出土
大量精美的白陶、彩陶和玉器等，特别是大量玉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南北方玉器的交流和

东西向传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其墓葬体量、棺椁形制、随葬品多寡等已经表现出明

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 （《考古》第１２期）。１９９９年该校对济南周河遗址的发掘，发
现了大汶口中晚期的典型墓葬，其中Ｍ８有明显的等级差异 （《文物》第１１期）。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该校对滕州官桥村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出北辛文化１７个不同形制的灰
坑，遗物以鼎、钵、小口双耳罐为代表 （《东南文化》第１期）。

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２０１８年对菏泽何楼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应该是菏泽地区首
次科学发掘的大汶口早期文化遗存 （《中国文物报》５月５日第８版）。

（六）淮河中下游地区

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谱系，随着顺山集文化的发现和确立而进一步清

晰。南京博物院等单位２０１２年对泗洪韩井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
葬、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角器 （《东南文化》第１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定远侯家寨遗址发掘材料，一期遗存以
平底釜、祖形支脚和陶器刻划符号为典型，属双墩文化。二期遗存以釜形鼎、罐形鼎和大

量彩陶为典型，发掘者命名为侯家寨文化 （《考古学报》第１期）。该所及有关单位２０１８
年对阜阳迎水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少量具有王油坊类型特征的遗存 （《中国

文物报》１１月２９日第８版）。

（七）长江下游地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０８年开始对凌家滩遗址开展聚落考古工作，钻探发现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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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壕沟和大面积生活区等。对所在裕溪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为研究凌家滩的兴起、衰

落过程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 （《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皖江东部地区以往虽有凌家滩玉器为热点，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聚落变迁

等情况并不清晰。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对马鞍山姑溪河—
石臼湖流域展开了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该区先秦时期的聚落变迁过程 （《姑

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对马家浜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研
究，丰富了该文化的内涵，还刊布了第一次发掘的相关资料 （《马家浜》，文物出版社）。

该所等单位２０１８年对德清中初鸣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出近两千件玉料、
半成品和玉器，证实为良渚晚期的玉器加工场所，显现了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为讨论

良渚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提供了丰富资料 （《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２日
第５版）。

宁绍平原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发展迅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２０１７年对奉
化何家遗址和下王渡遗址方桥发掘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何家遗址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

到钱山漾文化时期，明确了钱山漾文化在宁绍平原的分布 （《南方文物》第１期）。该所
方桥发掘区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至良渚文化中晚期，文化因素复杂，反映了宁绍地区与

浙北地区活跃的文化交流 （《考古》第９期）。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抢救性发掘常州青城墩遗址，其中一件崧泽晚期

龙首纹玉器最为精美 （《大众考古》第９期）。

（八）长江中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地点
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清理出屈家岭文化墓葬１１２座、陶器坑３座，并发现了结构多样的独
木棺葬具。是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显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

（《考古》第７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发掘了京山屈家岭遗址，揭露出丰富

的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存，初步确认了外壕为屈家岭文化，内壕为石家河文化

早期。石家河文化一批经焙烧的铜矿石，为探索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第３期）。此外，２０１８年对屈家岭的殷家岭地点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
发现了油子岭文化中、晚期遗存 （《江汉考古》第１期）。该所及有关单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对保康穆林头遗址进行主动性勘探和发掘，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随葬的玉钺、玉牙

璧、象牙管等为探讨屈家岭文化的社会分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江汉考古》第１期）。其
于２００５年对麻城梅家墩遗址进行发掘，出土遗物以鼎、罐、盆、豆等为代表，与黄梅陆
墩和武穴鼓山遗址具有相似性 （《江汉考古》第１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２０１２年对郧县肖沟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朱家台文化中期
和煤山文化乱石滩类型两类遗存 （《江汉考古》第４期）。

伴随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的开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２０１８年对华容
七星墩和澧县孙家岗遗址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在七星墩遗址中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外圆内方

双重城壕结构。孙家岗遗址的墓地、墓区、墓群、墓列和单体墓葬的具有层级意义的复杂

结构，折射出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状况，大量玉器也成为研究后石家河文化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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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２日第６版）。

（九）岭南地区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一直刷新着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认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发掘了英德青塘遗址，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
角骨器等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２５～１万年完整的地层与文化年代序列，为华南—东南
亚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尺 （《考古》第７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５年对广州茶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墓葬、
灰坑和窖穴等遗迹，以鼎、豆、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石峡文化有一定关系，但又有自

身特点 （《２０１８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对闽西汀江流域进行了区域调查，

初步构建了该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发展序列 （《福江省汀江流域考古调

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十）川渝及西南地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２０１８年对会理河头地遗址ＩＩ区进行抢救性发掘，揭
露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房址和灰坑等，以壶、罐等为主的文化面貌与猴子洞和李

家坪遗址早期遗存相当。为研究早期石棺葬的墓葬形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 （《四川文

物》第３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于２０１３年抢救性发掘巫山柏树梁子墓群，揭露出大溪

文化早中期的墓葬和灰坑，出土器物中碗、豆、盘等圈足器以及拱嘴形支座较为典型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涪陵渠溪口遗址于２０１３年发掘出土了
高领壶和折沿罐等，具有玉溪坪文化晚期特征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

出版社）。巴南熊家湾遗址２０１３年的抢救性发掘揭露出玉溪坪上层文化二期、玉溪坪文化
晚期和最晚段三期遗存，为研究原始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文物》第５期）。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对合川吊嘴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以卷沿罐、高领罐和敛口钵等为代
表，与玉溪坪文化早期遗存具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物报》８月２３日第８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抢救性发掘广南大阴洞遗址，该遗址
墓葬葬式多样，出土了陶、石、骨器和炭化稻等，年代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之

间，是云南已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洞穴墓地 （《２０１８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
出版社）。

'"()*+

（一）“最早的中国”与文明起源

关于 “最早的中国”，孙庆伟强调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

个核心来探讨，庙底沟类型所反映的黄帝时代是 “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第５期）。
韩建业认为文化意义上 “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庙底沟时代，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

体结构，以农为本和祖先崇拜是其最基本的特质和最核心的观念 （《中原文物》第５期）。
张国硕认为这一概念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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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考古学文化意义上 “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 （《中原文物》第５期）。
叶舒宪认为不必拘泥于文字的有无，玉文化催生出龙山及三代文明，已经具备了万年中国

说的历史深度 （《遗产》第１辑，南京大学出版社）。易建平强调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是
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的源头，因此要跳出 “中原中心

论”，找寻更早的 “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７月２９日）。
关于中华文明，刘庆柱认为核心理念是 “和”与 “中和”，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

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第１２期）。孙庆伟认为其早期阶
段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重瓣花朵超稳定结构、理性化与人文化的文明路径、家国一体的

文明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７月１２日）。马新认为自龙山时代诞生并连续发展的早期
村落组织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第８期）。陈胜前从整体
的视角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种体系的形成，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奠定中华文明五千年

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６月１７日）。高江涛认为形成的总趋势是多元一体，文
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 （战争）是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史学月刊》第６期）。《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汇集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

项成果，张弛指出距今５５００～５０００年类似于酋邦的社会组织形成；而距今５０００～４３００年
西辽河、陕晋豫交界处、凌家滩等衰落，良渚、石家河、陶寺等古国兴起，昭示了区域文

明的出现 （《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关于各区域文明，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礼制和祭祀文明的重要源头，构

成了中华文明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光明日报》１月２４日第９版）。朱乃诚认为屈家岭文
化局部地缘性政治组织既有冲突又和平共处，不仅奠定了江汉地区文明的基础，也对中原

的文化发展与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郭伟民认为石家河文化在一个广域空间里达成了聚落的高度整

合，构建了一套自身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创造出自身独特的观念体系，其吸附力比良

渚和陶寺更明显；石家河聚落揭示的早期国家形态，无法套用现有国家概念，与陶寺、石

峁那种暴力社会和权力强化的社会有所区别，与良渚那种过分渲染意识形态和强化宗教信

仰的社会也有较大差别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
社）。韩建业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虽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前身，但其本

身就是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８月５日）。

（二）综论与跨文化比较

韩建业认为海岱和中原进入龙山时代的时间并不一致，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成为文化

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 （《华夏考古》第４期）。他还将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大
部地区的丧葬传统分为富贵并重的海岱传统、重富轻贵的江汉传统和重贵轻富的中原传

统，地域与上古 “三民族”或部族 “三集团”的分布相对应 （《江汉考古》第４期）。此
外他还从欧亚大背景下认为齐家文化因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而诞生于陇东南，晚期又间接

受到中亚等地文化影响，并将新鲜血液带到中原，促成二里头 “王国”文明的诞生，在

中国 “青铜时代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文物》第７期）。
曲彤丽等梳理了欧亚大陆早期雕塑，认为中国早期雕塑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西

部的影响 （《考古》第１０期）。李新伟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
窑彩陶虽然相似，但因中亚没有发现有桥梁作用的彩陶文化，还难断定两者之间有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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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中原文物》第５期）。陈坤龙等梳理了近年传统考古和冶金考古成果，提出
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铜冶金生产已在河西走廊实现本土化，中原同样可见本土化进程，

冶金技术知识融入已有的传统，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独特的冶金传统 （《考古与文物》第

３期）。
陈国庆认为燕辽地区与周邻持续存在文化交往，但并不强烈，且周邻地区对燕辽地区

的影响要远大于燕辽对外的文化输出 （《燕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兼论与

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科学出版社）。

段天瞡等认为东北南部小珠山中层文化特有的短线刻划纹催生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引

起了左家山上层文化西向波及哈民忙哈文化，向东对莺歌岭下层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王月前认为之字纹、席纹、弦纹和几何纹等
均在西辽河流域孕育、发展和传播，而彩陶和条形堆纹则来自东北之外并使西辽河流域率

先进入东北地区文明的门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４期）。朱乃诚认为红山和夏家
店下层文化出土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可能与凌家滩文化有关 （《文物》第８期）；夏商时
期常见的玉虎造型尽管在凌家滩文化中初露萌芽，但其源流还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 （《中

原文物》第２期）。
吴晓桐认为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多璜联璧向北传播至晋陕高原，又在陕北与甘青的互

动中传播至齐家文化。年代最早的断裂缀合起源于大汶口、良渚和薛家岗文化时期，拼凑

缀合的产生是晋南先民在制玉技术与艺术上的双重创新 （《江汉考古》第６期）。黄果娴
对海河平原后冈一期文化的典型遗址分期后，认为后冈一期是北福地文化与北辛文化交融

的结果。早期阶段北福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石北口一期一段时汶泗流域的乙类北辛文化

进入，不断与北福地文化融合、创新 （《华夏考古》第２期）。王青分析了日照两城镇龙
山文化Ｍ３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和 “响铃”，并将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分为铸造工艺、

镶嵌工艺、纹饰寓意三个方面，绿松石镶嵌和纹饰寓意等应来源于东方沿海地区，由夏人

借助西北传入的铸铜技术，创造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种全新礼器 （《三代考古 （八）》，

科学出版社）。刘文强认为侧孔钺最初形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或为玉石刀改制而

成；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早期西渐至晋南、陕北和甘青地区，其侧孔有特意钻取的可能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丁品比较了钱山漾文化和禹会村类型的器物，认为龙山前期环太湖与皖北淮河中游有

明显的文化互动，后者对前者的辐射和影响占绝对主导，这种接近单向的文化传播可能是

由人口迁徙和流动造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１１辑，科学出版社）。
邓聪等通过对涌浪、甘草岭等遗址出土玉器的分析，认为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向外跳

跃性的、辐射数千公里的扩散，其动力须成为重新评估良渚文化早期复杂社会的一项重要

因素 （《南方文物》第２期）。
叶舒宪考察西部古代玉矿资源后认为齐家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关系密切，用玉皆以蛇

纹石为主，而已知蛇纹石的主产地是渭河上游武山。随后齐家文化将西部玉矿资源区

向西拓展，并生成玉石之路的路网，奠定商周秦汉用玉的资源基础 （《中原文化研究》

第４期）。

（三）文化性质与年代

杜占伟等以查海遗存为基础，将兴隆洼文化划为三期五段，距今 ８１５０～６９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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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第３期）。陈伟驹辨析了小河西文化为距今７８５０～７７００年，兴隆洼文化为距今
７７３０～７１００年，缩短了二者的年代跨度，小河西文化的命名需再探讨 （《边疆考古研究》

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高云逸将牛河梁遗址 “女神庙”修订为红山文化中期，认为坛、

庙、冢并非红山文化晚期共存，综合崇拜对象的变化推论红山文化于距今约５２５０年或略
早进入文明社会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徐昭峰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
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距今６６７０～４０７０年，时代越晚，来自海岱的文化影响越重。文化演进
中的多元性，造就了经济和农业的多样性以及族群迁徙交流的常态性 （《辽东半岛新石器

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华书局；《考古学报》第２期）。他还认为后洼下层是与
小珠山一期有较强亲缘关系的独立考古学文化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５期），小珠山四期应属偏堡子文化范畴，含部分大汶口和土著文化因素，偏堡子文化的
源头应在下辽河流域探寻 （《考古》第１０期）。

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内涵和范围一直有争议。魏坚等认为已知最早的仰

韶时代白泥窑文化可分为鲁家坡、白泥窑和王墓山三个类型，距今７０００～５８００年，深受
中原和辽西影响，直接后继者为庙子沟文化 （《考古学报》第７期）。老虎山文化分布于
环岱海地区，距今４６００～４３００年，与庙子沟类型有渊源，且受阿善文化寨子塔类型晚期
影响，与永兴店文化分属不同谱系，与陕北、晋中和冀西北地区的文化有较大差异 （《边

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
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一直未达成共识。邸楠通过对庙梁、五庄果墚

等遗址的系统分析，认为仰韶晚期虽受海生不浪文化影响，但仍可称为仰韶文化五庄果墚

类型 （《文博》第１期）。邵晶以和鬲的分别出现为标志，将龙山前期遗存分为 “寨山

组”和 “庙梁组”，前者上接仰韶晚期 “尖底瓶陶器体系”，后者下启龙山晚期 “双
!

鬲

陶器体系”，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 （《考古与文物》第４期）。对于石峁类遗存的性质，
许宏根据对牙璋的分析认为下限应晚至公元前１６００年或更晚，并建议慎用与 “夏”有关

的词汇；考虑到石雕作品的 “旧物新用”，石峁遗存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

（《中原文物》第１期）。
杨谊时等利用一年生炭化植物种子的１４Ｃ年代数据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炭屑和骨骼１４Ｃ

年代的可靠性，发现模型年代与已有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年代基本一致，而青铜时代晚

期—铁器时代早期却存在明显的误差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１２期）。
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略显分散。卢瑞宇认为磁县下潘旺遗址第二类型遗存可

称下潘旺文化，距今６６５０～６４５０年，与镇江营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组成镇江营文化
系，来源于后李—北辛文化向华北平原的扩张。两次文化面貌的转变均与外来因素传入有

关，而最终消亡则因庙底沟文化的扩张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邵晶
将庙底沟遗址 “龙山文化”陶器分为甲、乙组，分属庙底沟二期和西王三期，同意空三

足器作为龙山时代来临的标志，认为甲组处于龙山时代早期，乙组处于仰韶时代末期

（《华夏考古》第１期）。段天瞡等认为运城盆地龙山时代荆村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除陶和
平底盆形鼎外，还应包括平底罐形鼎，梳理东关文化陶与鬲的演变得出三里桥文化在运

城盆地承袭并取代了东关文化的结论 （《考古》第６期）。田建文重新审视了陶寺２００２Ⅱ
Ｍ２２，认为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陶寺遗址有一个时间不长的双耳罐流行时
期 （《文博》第５期）。新砦与王湾三期的关系仍有较大分歧。魏继印认为新砦文化不是
介于王湾三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普遍存在于各地区的阶段性遗存，也不是从王湾三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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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而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与其他区域

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 （《考古学报》第３期）。李维明再次分析了２００２年新砦出土遗物，
认为以花边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应属于二里头文化而非新砦期，新砦遗址的二里头文化聚落

有７０万～１００万平方米 （《中国文物报》５月５日第６版）。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相对完善，但讨论仍在继续。龙腾文等通过贝叶斯模型

方法提出了各文化阶段可能的绝对年代分布假说，后李文化的起始应提早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
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的模型结果的重叠，表明可能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共存的情况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角度对该假说提出异
议，认为以往判断是相对严谨的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的福泉山遗址是良渚文化分期的关键材料，赵肖楠将良渚文化墓葬分为五个

阶段，距今５３００～４３００年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王清刚分析了好川
墓地典型器物，认为钱山漾初期环太湖地区主要遵循良渚末期的文化传承，龙山初期以后，

大汶口文化因素才产生强烈冲击并催生出典型钱山漾文化 （《四川文物》第６期）。白国柱
等认为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与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均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难以归属其中，建议称为 “朝墩头类型”（《东南文化》第１期）。

（四）聚落与通道

１聚落形态
杜启明基于建筑学语境，认为石峁遗址最初居民应来自北方牧区，大型土石建筑时代

应较晚，具有宗教场所的特征 （《中原文物》第１期）。
孙波以区域为空间单位，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性聚落布局的基本轮廓大体上与地理

分区相合，不同地域以城址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实体和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其繁荣在于持续

积累与环境稳定，而宗教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杠杆 （《海岱考古》

第１２辑，科学出版社）。
牛世山等讨论了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的营建形式，前者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

扩展，后者则具有宫城 （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代表了以中原为核

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规思想，影响深远 （《江汉考古》第５期）。
郭立新等利用卫星地图并结合已有材料，提出古云梦泽周边自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

阶段的城址经历了由圆而方的变化，该区的连城体系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城内外水运和灌

溉体系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辉认为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月牙形带状分布，是由本区特殊的地貌特征、水热条

件及生业形态决定，城址兴废与全新世气候波动有高度的耦合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

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２墓葬和其他遗迹
对于葬具、葬式的研究，郭明提出同时具备墓葬、石墙和积石三种要素才能称为

“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具有历时性和相似性的特征，只流行于特定时期和特定

人群 （《华夏文明》第７期）。马金磊认为新石器时代土洞墓至迟在距今５３００年出现在
黄河中游，距今４５００年前后流行于黄河上游，同时出现合葬、迁葬和调整葬式的行为
（《文博》第４期）。彭小军等认为仰韶时代中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独木棺是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主流葬具，龙山时代晚期独木棺葬俗逐渐式微，但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被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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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继承。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不断强化，历经近两千年的史前独木棺传统

最终被板棺习俗取代 （《南方文物》第６期）。赵江运认为俯身葬最早发现于马家浜文
化中晚期的太湖西部，并扩散到太湖东部和江淮、宁镇地区，崧泽早期之后大幅减少，

成为非正常死亡者的特殊处理方式。“崧泽化”进程对葬制的转变有一定作用，但太湖

东西部的文化整合或许才是葬制改变的主要诱发机制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第６期）。
张弛对葬仪的研究较为特别，认为大汶口 Ｍ１０、东山村 Ｍ９１和八里岗合葬墓 Ｍ１３、

Ｍ１４都存在以棺椁分隔的葬仪空间，不同空间随葬了象征 “饮”和 “食”的器具乃至猪

骨，其中饮具更为靠近墓主。饮具都是成对，并且大都成套，饮用方式多为热饮。不同案

例存在不同饮具组合，说明当时有多种酒类或不同产源的酒类，不同的酒类也许还有不同

的喝法 （《江汉考古》第１期）。
在具体的墓葬形制研究中，戴向明系统分析了陶寺遗址的墓葬资料，揭示出龙山时代

陶寺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陶寺集团从崛起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完整过程 （《南方文

物》第６期）。何驽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辨认出部分中期墓葬，结合其在晚期遭到破坏
的现象，认为这不是人牲而是政治报复行为 （《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王叶等

将元君庙墓地合葬墓分为单一人骨埋藏特征合葬和多种人骨埋藏特征合葬两类，合葬墓的

使用过程并非都是一次填埋与安葬，存在多次使用现象 （《江汉考古》第１期）。马萧林
认为灵宝西坡墓地很可能由西往东逐渐埋葬，随葬大口缸和玉钺或受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

游影响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孙卓认为西坡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上
存在强烈的分层现象，陶器在埋葬过程中可能具有礼仪含义，而男性在墓地中有着更加明

显的分化 （《华夏考古》第１期）。向其芳认为天门邓家湾墓地经历了从屈家岭早期早段
至后石家河文化阶段。三个墓区有布局上的相似性与等级上的差异性，布局相似性反映了

社会结构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家庭再到家族的发展，等级差异性则说明家族与扩大家庭内部

存在分化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施劲松
分析了宝墩文化的墓葬，认为该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较一致，似乎尚未出现阶层分化

（《考古》第４期）。
曾丽结合 “烧烤坑”的认识，论证了烧烤坑遗迹的存在，并强调在发掘中要将烧烤

坑从灰坑中分离出来 （《文博》第２期）。于璞对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文化聚落的用火遗
迹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可能用火对居住面和部分窖穴进行了烘烤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期）。
３文化通道
高江涛系统研究了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早期的文化通道。至少在庙底沟类型以来有一

条中条縫津道，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功用之一，寺里—坡头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交通控制点

（《中原文物》第１期）。虞坂巅?道极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应该有 “盐道”和 “军事道

路”作用 （《中原文物》第２期）。轵关陉道也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先秦时期作为军事要
道和盐、铜矿等重要资源的运输通道 （《中原文物》第３期）。吴艾妮通过梳理遗址，认
为新石器时代湘粤古道已经存在，但属于民间自发的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明确的路线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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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器物研究

１玉石器
邓淑苹以 《周礼》“六器”为引，提出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

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型，而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的为次生型。早期外弧壁的方

镯是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而命名为 “琮”（《中原文物》第２期）。郭明建将良渚文化划为
良渚遗址群、太湖东北部和东南部三个玉器风格区，有大、中或小型的玉器工业。大中型

应有专业制玉工匠或集团，产品自用外还部分输出。玉器资源的不均衡性，导致各地贵族

使用奢侈品的不同策略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
崔天兴等认为淅川沟湾遗址的玉坯废料为砣具切割而成，部分玉 （石）环可能是史

前原始砣具，这也是目前史前砣具切割工艺的完整证据链 （《南方文物》第６期）。杨晶
认为良渚人已经普遍使用了线切割和片切割，砣切割技术尚未有明确证据。玉器纹样基本

为直接刻划 （《南方文物》第１期）。
翟少冬分析了陶寺遗址的石器和石料，认为大崮堆山的变质砂岩应是其主要石料，产

品主要为镞，可能有产品输出。精英阶层对石器工业的控制和管理可能更多地表现在对石

料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上 （《中原文物》第５期）。刘莉等考察了灰嘴遗址的石器生产，认
为仰韶人群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石料来自周围；龙山晚期时成为石器生产地，主要生产

白云岩石铲，其生产的专业化可能是由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实施 （《洛阳盆地中东部先

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孙瀚龙结合类型学分析了 “石犁”的考古学背景，整体建

构了 “石犁”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１１辑，科学出版
社）。付永旭认为华南地区的凹石有内陆和沿海两个明显分布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

至战国秦汉时期甚至更晚，用于加工坚果和处理贝壳，或是穿孔石器的半成品和加工石器

的工具 （《考古》第８期）。高云逸通过人类学的比较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凹窝石器
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钻木取火工具———钻帽而制作和使用的 （《文物春秋》第３期）。
２陶器
赵辉认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要趋于体系化发展，要重视多重记录，进行基础信息

的分类和计量，以及信息间相关性的综合，认识陶器的 “操作链”和 “生命过程”（《江

汉考古》第１期）。李文杰认为轮制仅指快轮拉坯成型，快轮制陶的直接证据是螺旋式拉
坯指痕和麻花状扭转皱纹；快轮制陶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 “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约和

“技术思想”的影响 （《文物春秋》第４期）。卫雪等认为仰韶文化尖底瓶的尖底结构及凹
凸不平的内壁具有良好的沉淀澄滤作用，小口利于封盖和开启。大瓶的双耳主要固定绳

索，中小瓶的双耳则在于系绳，用以辅助提取但非远距离提行 （《考古》第１１期）。杨雅
琼等从胎土、成型、修整、装饰、焙烧五方面对顺山集的陶器进行观察，认为第一、二期

制坯方法从泥片贴筑转为泥条盘筑 （《东南文化》第１期）。
３其他器物
洪石认为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仅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以腕饰和头饰为

主，胎骨多木胎，基本为散点式或拼合式平嵌，使用者等级很高 （《考古与文物》第３
期）。马萧林梳理了西坡遗址的朱砂并比较了民族志，认为其表达思想观念在仰韶文化中

期已发展到较成熟规范阶段，也是社会角色和身份差别的重要标识物 （《中原文物》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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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科技分析
李涛分析了红山文化核心区非日用陶器 （主要是筒形器）及日用陶器的成分，两者

无明显差别，均就地或就近取土，由相同的生产者生产；不同地区应有各自独立的筒形器

生产，主要被本地家户消费；程度较高的 “专业化”不适用于红山陶器 （《北方文物》第

１期）。周本源等对秦安大地湾二期和四期的白色块状颜料进行了化学组成、物相组成和
热性能分析，认为成分选择的连续性反映了彩陶制作技术的连贯发展 （《文物保护与考古

科学》第４期）。鲁晓珂等对陶寺、两城镇等多地的白陶进行了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
析，认为两城镇的原料采用附近的海滨沉积岩，其他遗址的原料采用了陆源沉积岩；陶寺

可能与河南的原料来源接近，二里头遗址白陶至少有两处来源：一处与瓦店的接近，另一

处与南洼的接近 （《华夏考古》第６期）。陆青玉等分析了山东丁公等遗址的龙山文化白
陶的岩相和成分，认为鲁北地区白陶生产并未出现原料垄断，权贵阶层对此的控制并不严

格；桐林向西经前埠、史家到丁公遗址一线，存在着部分白陶的流通现象 （《考古》第１０
期）。崔天兴等检测了淅川沟湾遗址的彩陶和周边土样，认为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彩陶文化

的传播为工艺、技术等文化模式而非实物交换模式 （《中原文物》第４期）。贺娅辉分析
了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和施衣陶图像和成分，认为与福建内陆和台湾地区同时代文化具有相

似性，存在一个跨越内陆和台湾海峡的互动圈 （《南方文物》第６期）。
苏荣誉通过分析石峁铜刀和环首刀石范，认为具有本土传统，年代和中原商代器相

近，是否存在铸铜活动乃至铜工业还不明确；由于中原均为块范法铸造，石峁对中原的影

响证据并不充分 （《中原文物》第１期）。江旭东等对屈家岭遗址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早
期的矿石进行了检测，部分为经过焙烧的产物，是否与冶炼活动直接相关还并不清楚

（《江汉考古》第３期）。

（六）生业研究

１生业综论
美国新考古学先驱弗兰纳利在墨西哥奎拉那魁兹洞穴遗址的发掘而形成的著作成果，

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第一次将系统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并对农

业起源的动因进行了检验和阐释 （《奎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

业》，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靖等分析了全国４００余处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概括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生业内涵及
特征，探讨了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及生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郭静云等对

旧、新石器的生业资料重新分析，认为农业是人类改变生态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

指标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意；人类从狩猎到渔业因而定居，因定居而到食用谷类，再生产

食物，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 “蓝色革命”（《中国农史》第４期）。邓振华认为粟黍农业
在北方完成驯化后，有三条南传路径：由甘肃向西南传播至四川盆地，由山东向东南传播

至福建、台湾等地，由南阳盆地传播至两湖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６月１４日）。
区域文化的生业讨论多集中于动植物。李涛梳理了俄罗斯远东滨海的炭化植物遗存，

认为粟、黍是该地旱作主要种类，最早的农业出现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中国东北是非常
可能的来源地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吕鹏等对黄河上游的生业方式
及转化按阶段分析，认为尽管其生业主线比较统一，但方式及转化却非常复杂 （《南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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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第１期）。赵志军基于华县东阳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了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
变化：仰韶早期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日渐增强；仰

韶中期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的农业

社会 （《华夏考古》第５期）。陈亭亭等分析了甘肃中东部７处遗址材料，发现齐家文化
早期甘青东、西部作物均以粟为主，晚期在小麦、大麦传入甘青后，西部转变为以粟黍农

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而东部仍以粟黍为主，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反应

程度不同 （《第四纪研究》第１期）。蒋宇超等通过对山西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调
查采样和周家庄遗址的系统采样分析，认为山西高原龙山文化时期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

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重相对更高，但水稻比重明显低

于临汾—运城盆地 （《第四纪研究》第１期）。吴文婉认为后李文化仍以狩猎采集为主，
动植物驯化为辅，低水平的食物生产是后李文化自给自足经济的主要特征 （《考古》第８
期）。唐丽雅等还分析了江汉地区９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将该区划为
南部稻作农业区和北部稻旱混作农业区，文化传播和传统在一定条件上影响到大格局内部

的农业经济特点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潘艳等梳理了长江下游的生业经济，认为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多元性与本地性，二是湿地

生态始终是资源开发最主要的背景 （《南方文物》第１期）。李珍分析了北部湾沿海新石
器时代贝丘和沙丘遗址的生业，是利用海洋资源的混生渔捞狩猎采集经济，海洋性文化特

征鲜明 （《南方文物》第３期）。
徐紫瑾等从废弃过程角度分析上山文化储藏坑的行为意义，认为上山文化居址形态呈

现出周期性迁居、非稳定性定居的特征，虽然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

农业形态比较原始 （《南方文物》第４期）。张俭通过对东南地区石镞的多视角分析，分
出 “狩猎”“渔捞”“战争”三种功用，推测有三种生业模式：沿海贝丘的渔捞、狩猎模

式；内陆山地的狩猎、采集模式；河谷的原始农业模式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
版社）。陈国鹏等通过对民族志中橡子利用资料的梳理，结合考古遗存，基本确定了浙江

新石器时代橡子的利用模式是用作食物或饲料，复原了橡子加工的操作链。橡子的加工利

用还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有关，甚至促成人群定居 （《北方民族考古》第７辑，科学出
版社）。

２植物遗存分析
大植物遗存的分析工作较多，植硅体、淀粉粒分析也日益受到重视。黄河中下游、长

江中下游工作较突出。

夏秀敏等对华县东阳遗址仰韶早中期的植硅体和植物分析显示，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

同时，水稻至少在距今５８００年时已传入关中 （《人类学学报》第１期）。刘洋等对陕西富
县畔上遗址的分析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并主要

利用黍类作物 （《考古与文物》第１期）。陈思源等分析了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农作物仅
见粟、黍，黍的比重相对较高 （《南方文物》第１期）。李炅娥等通过对伊洛地区系统调
查的５７处遗址材料分析后，显示最迟在仰韶时代开始，粟黍得到了最广泛种植，水稻和
小麦仅在少数遗址发现，比重较小 （《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钟

华等认为洛阳王圪
"

遗址龙山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旱作为主，大豆也是

重要的农作物资源 （《农业考古》第１期）。唐丽雅等梳理了环嵩山地区龙山、新砦时期
的农作物遗存，认为是以粟、黍为主并至少还包括水稻和大豆，但小麦证据十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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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考古》第３期）。王灿等对郑州地区１３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
析，揭示出该地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模式，得益

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农业模式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但

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打破了自然条件限制 （《第四纪研究》第１期）。
在黄河下游，陈松涛等对烟台午台遗址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植物分析认为

以粟黍为主，可能存在小规模稻作农业 （《江汉考古》第１期）。郭荣臻等对菏泽十里铺
北遗址的浮选分析，发现大汶口晚期农作物种类仅见粟和黍，龙山文化则呈现出多种农作

物并存的现象 （《中国农史》第５期）。张飞等认为章丘黄桑院遗址龙山文化的农作物仅
见粟、黍，粟的比重更为重要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宇田津澈朗等对栖
霞杨家圈遗址北侧的低平地段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

密度较大的水稻植硅体和芦苇等喜水植物伴出，推定这片扇形低地可能是水稻田和河道的

交错分布地带 （《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
淮河流域的工作成果不多，赵珍珍等认为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呈现出稻旱混合的农业

经济模式，发现的２粒小麦无测年数据，其年代不详 （《中国农史》第４期）。程至杰等
对临泉宫庄遗址分析显示，稻作农业从大汶口早中期稳定延续到龙山时代，综合淮河中游

其他证据和该遗址粟、黍的缺失，认为大汶口早中期该地区可能没有形成稻粟兼作农业模

式 （《农业考古》第３期）。
长江中游地区，姚凌认为荆门屈家岭遗址距今约５８００年起形成了稻作农业占主体的

生业模式。距今５６００～５３００年粟作农业开始出现，但比重始终很小 （《江汉考古》第６
期）。田洁等认为房县计家湾是典型的稻旱混作农业，随着屈家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水

稻一度成为次于粟的农作物 （《南方文物》第５期）。唐丽雅等认为鄂西南山地的穆林头
遗址除了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果品类植物遗存，属于山地生业模式

（《南方文物》第５期）。
长江下游的皖东南地区植物考古以往相对空白。邓振华对马鞍山姑溪河流域３处遗址

的植物浮选，发现该地区自马家浜至崧泽、良渚时期的作物结构均以水稻为主，立新遗址

的粟未确定是否为崧泽早期，如若确认则是目前邻近地区最早出现粟的遗址，对探索粟的

南传具有重要价值 （《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

社）。郑晓蕖等对宁波鱼山遗址开展了植物浮选，证实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从以采

集狩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依赖农业，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也由野生植物逐渐转向以水稻为主

（《农业考古》第６期）。戴锦奇等对闽侯县白头山遗址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距今５０００
年左右闽江下游已种植水稻，旱作农业在距今４７００年左右传播至闽江下游，形成了稻旱
混作的农业格局。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 （《第四纪研

究》第１期）。夏秀敏等综合广州茶岭遗址植硅体等证据，认为至少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茶
岭先民已有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呈现出水稻种植和狩猎采集结合的多样化经济模式 （《第

四纪研究》第１期）。
淀粉粒分析开展不多。陈涛系统梳理了国内已开展的石磨盘、石磨棒微痕分析和淀粉

粒分析研究案例，认为中国史前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多功能石器，主要用于加工谷物

（包括野生类）、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 （《农业考古》第６期）。刘莉等对偃师灰嘴的带
流陶壶进行了淀粉粒及植硅体分析，认为是用于过滤米酒，很可能是对发芽的黍和稻谷进

行糖化，壶外底烟痕应是温酒所致，这类器形的突然出现可能受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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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反映了一种新的饮酒方式和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跨地区文化交往加剧、社会等级化发展
的情况 （《中原文物》第６期）。孙青丽等对凌家滩的刻槽盆进行了淀粉粒分析，认为其
主要用于研磨、杵捣和烹煮野生植物 （薏苡、禾本科、小麦族等），刻槽盆功能在不同时

期无明显变化 （《人类学学报》第１期）。
３动物遗存分析
邓惠等从家鸡骨骼形态入手，建立了一套出土家鸡的骨骼形态鉴定标准，并认为没有

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中国是最早的家鸡起源地 （《考古》第７期）。菊地大树等通过梳理
中国近年马骨出土状况，推测新石器时代应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真正意义

的家马利用商代晚期才开始 （《南方文物》第１期）。王晓敏等系统介绍了阳原于家沟动
物骨骼及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的分析过程，认为其复杂猎食行为是晚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

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表现，各类工具和技术都得到了磨练和改进，动物的初级

管理和生产可能已经开始萌芽 （《于家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姜富胜

等通过模拟实验，分析了山东丁公遗址蚌制品，认为取料加工是以石器打制为主，存在片

切割与打击相结合，而三角帆蚌和椭圆背角无齿蚌极可能是原料的主要来源 （《海岱考

古》第１２辑，科学出版社）。宋艳波研究了江苏西溪、圩墩和浙江马家浜遗址动物遗存，
认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的脊椎动物构成无明显变化，但软体动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渐

多，家畜种类仅为狗和猪，肉食资源主要来自鹿类和鱼类 （《东南文化》第５期）。陈曦
等系统研究了广西崇左５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脊椎动物遗存，反映出热带季节性雨林
景观，生业以渔猎为主，猎取动物的种类广泛，但鹿类占有重要地位；洞穴遗址和台地遗

址的动物组成差别明显，可能为遗址间的社会分工所致 （《南方文物》第２期）。余罛等
发现距今１２０００年以来岭南所有出土动物骨骼的遗址中都有相当的野猪遗存，距今６０００
年左右广西革新桥发现少量家猪，距今４４００年左右家猪饲养业已有一定规模 （《南方文

物》第４期）。
４同位素分析
侯亮亮总结分析了中国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猪、狗的 Ｃ、Ｎ稳定同位素数据，

发现部分时空框架内先民与猪、狗的稳定同位素特征相似，证实了家猪和家犬可作为重建

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以大致反映先民的生业经济 （《南方文物》第２期）。陈相龙
等对洛阳中沟遗址仰韶晚期和王圪

"

遗址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人骨进行了Ｃ、Ｎ稳定
同位素分析，认为两地虽均以粟、黍等 Ｃ４类食物为主，但后者水稻比重有所增加，显示
出本地与南方稻作文化的密切交流；两地墓葬人群的肉食比重明显高于灰坑人群，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仰韶中期以来中原地区社会分层的现象 （《第四纪研究》第１期）。戴玲玲等
对河南下王岗遗址的猪骨 （牙）进行了牙齿形态和食物结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猪

以野外放养为主，而龙山时期变成圈养，其中部分可能为反野的家猪，突破了以往 “非

家即野”的认识 （《江汉考古》第６期）。管理等通过对宜兴骆驼墩遗址猪骨的稳定同位
素分析和形态学鉴定，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该遗址马家浜文化早期存在家猪驯养行

为 （《南方文物》第１期）。赵春燕等对凌家滩和韦岗遗址的动物遗骸进行了锶同位素分
析，推测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狗和鹿是当地动物，而韦岗遗址出土的猪也可能为本地出生

（《南方文物》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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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骨和古ＤＮＡ
ＪｅｎｎａＭＤｉｔｔｍａｒ等对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的一成年男性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观察，

其颅骨处有愈合程度较高的开颅术痕迹，穿孔切口特征显示由刮削法完成，开颅原因可能

与巫术仪式有关 （《人类学学报》第３期）。韩涛等梳理了宁夏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认
为打石沟组、菜园组和沙塘组虽都可归入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但打石沟组更接近

“古中原类型”，菜园组和沙塘组则更接近 “古西北类型”，至少存在两种不同体质类型的

群体 （《文博》第４期）。崔银秋等对瓦店龙山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古ＤＮＡ提取，认为与现
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显示出中原已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外来基因对汉

族遗传结构未造成根本改变 （《华夏考古》第６期）。赵永生等结合大汶口文化独特的枕
骨变形和人工拔牙等特征，对郑州西山、淅川沟湾、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的人骨进行

了多视角分析，推测四处遗址应有从海岱迁徙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居民 （《东南文化》第

５期）。
蔡大伟等对德隆沙塘北塬遗址齐家文化早期的马骨进行了古 ＤＮＡ提取，发现了起源

于欧洲的Ｃ１亚组谱系，支持甘青地区是外域家马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的认识，并由此经
过驯化传入中原；还发现了一种源西南西伯利亚的新型野马Ｅｑｕｕｓｏｖｏｄｏｖｉ，纠正了中国野
马全部是普氏野马的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

（八）环境和人地关系

陈强强等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

５０６１万人，耕地约１０２２２万公顷，垦殖率约为１９９％。遗址周围３０００米范围内是单个
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８３４３％ （《地理研究》第１２期）。刘威定量
分析了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房址及柱洞，结合环境考古成果认为柱洞随时代的发展直径长短

不同，有可能反映了人口的持续增加或急剧减少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４期）。
何驽分析了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和控制问题，认为汾河的支流南河与自然河流宋村沟

为普通居址和手工业区提供生产水源，并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宫城内

饮水可能更依赖井水。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系统以及中晚期的导洪沟槽是主要的水控制

体系，而早期的 “凌阴”储冰是一种特殊利用方式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１期）。徐峰
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水资源管理范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劳动

力为良渚人营建大型工程积累了社会实力成本，也展示了社会复杂化程度。对水资源的投

资和管理刺激了大范围的共同体的合作，很可能也曾引发冲突 （《中原文化研究》第

５期）。
冷程程等利用洪河遗址剖面重建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环境信息，在距今７０２４～

３８２０年，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典型的昂昂溪 “渔猎文化”，而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逐
渐变冷干，昂昂溪文化由于生业经济的特殊性而逐渐衰落 （《第四纪研究》第１期）。陈
莹璐等重建了民和县二方村古环境，发现在全新世大暖期背景下，官亭盆地发育了肥沃疏

松的黑垆土类古土壤，但后期气候和地质灾害不仅毁灭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也导致

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 （《地质学报》第１１期）。张海运用系统思维和多尺度分析方法探讨
了漯河地区中全新世的古环境与人地关系，发现气候波动导致以河流泛滥和湿地消亡为代

表的自然景观，先民倾向于近水居住，并采用筑高而居以应对水文变化。龙山时期环境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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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稳定，先民从黄土岗地边缘大规模扩散至冲积平原 （《华夏考古》第４期）。袁广阔认
为伊川盆地仰韶、龙山时期遗址的分布多数集中于伊河干流和支流两岸台地上，但比较分

散，龙山时期明显选择了高于仰韶时期的地方居住 （《中原文化研究》第４期）。胡飞认
为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温凉偏湿、温暖湿润、更加温暖湿润以及逐渐趋于温和偏

干，直至洪涝频发的演变过程，且与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时代文

化的兴衰密切相关 （《南方文物》第１期）。
高蒙河等通过分析遗址分布边缘线和空白区，发现上海的岗身以西距今６０００～４０００

年间，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２０千米，并形成了数条 “东缘线”，并产生了较大规

模的聚落形态 （《历史地理研究》第２期）。唐亮等重建了姚江—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以
来的人地关系，在距今６３００、４５００年有两次区域性海侵事件，并与多个遗址的文化间歇
层对应。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而晚期显著增加且向平

原地带扩散；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显示海平面上升及环境持续恶化制约古人

类活动强度 （《第四纪研究》第５期）。

（九）社会组织与族属

陈畅认为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构古代人群社会组织和认知方面的研究

路径，赤峰大南沟墓地显示有三类人同时存在于墓地的整个阶段，彩陶和刻画纹样是整个

墓地的性别象征符号，墓地人群的亲属组织为母系继嗣群体 （《北方文物》第４期）；临
潼姜寨遗址显示其人群内部借用自然分类体现文化分类，在居址布局的规划和安排中，不

断强化社会分层的合理性 （《江汉考古》第１期）。富宝财认为以辽西为重点的北亚西部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从氏族发展到部族社会，居住单位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东北

亚研究论丛》第１１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建业通过文化谱系和古史传说的对应，认为老虎山文化南下与 “稷放丹朱”相对

应，石峁类型当属和后稷族系同源的文化；石峁类型末期的陶寺晚期文化因素，可能属周

先祖不纜 “自窜于戎狄之间”之 “戎狄”文化；结合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庙底沟类

型 （黄帝部族），石峁人群当属黄帝后裔北狄先民 （《文物春秋》第４期）。张溯等结合古
史传说和文献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主要是颛顼族及其后裔的文化，石家河晚期的衰弱

和文化变迁，是北迁中原和文化重心转移的结果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靳松安等认为豫西南鄂西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是华夏

与苗蛮两大集团关系并非和平的直接体现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年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十）礼乐和精神文化

王青认为早期中国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中，约有四类玉器 （权杖斧钺、王者

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是采用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创作，基本是沿着从良渚

到大汶口、龙山文化，再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逻辑向前演进，使得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传

统中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质 （《中原文物》第３期）。袁广阔等认为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玉礼
器大都是异地传播的结果，且时段不同器物来源不同。不断引进玉礼器使中原的礼制不断

整合和完善，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 （《中原文物》第２期）。
吕宇斐等对石峁外城东门和祭祀坑进行了天文学考察，认为它们明确朝向了夏至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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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角，证明石峁巫觋已完全掌握了立竿测影的系统测量方法及建立营建都城、宗庙和宫

殿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法 （《考古与文物》第１期）。孙周勇认为石峁皇城台骨制口簧是
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是世界口弦类乐器的祖先 （《光明日报》１０月９日第９
版）。张蕾认为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音乐文物可能有固定的鼓磬组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

征，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初现 （《中原文物》第３期）。

（十一）理论与方法

郭伟民认为学科边界和认知边界均是考古学研究的边界，考古学需要坚持自身学科特

色、秉持开放态度，坚持大视野、精细化、多学科 （《中国文物报》７月５日第６版）。陈
胜前讨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变迁，认为新石器———原史考古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

比较成熟，对建构系统的时空框架作用巨大，但对旧石器———古人类考古、古典———历史

考古产生了约束，且制约了范式变迁；范式变迁中存在着一些外在但关键的约束，限制了

考古学理论的扩展 （《中国社会科学》第２期）。他还探讨了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模式，
狩猎大动物的真相，战争、权力在文明演化中的角色和影响等问题 （《人之追问：来自史

前考古学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裴安平以考古发现为依据，全面系统

地研究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五大历史问题，并将史前有关历史

问题置于血缘组织与聚落群聚形态的视角上进行考察 （《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

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关于游群、部落、酋

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已经广为学界所认知，其原著首次由龚辛等在中国翻译出

版，该书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中典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影响因素，是对人类社会演化

研究的重要推进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对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类型学代表作 《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滕固译）也进行了重版

（《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在方法方面，方辉回顾了中国区域系统调查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史，认为由最初关注实

践层面的遗址界定、陶片二次搬运可能带来的面积误判等问题，逐渐转向阐释层面上遗址

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等，在拓展学科国际化的同时，要考虑如何发挥历史地理和方志文献丰

富的本土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８月１３日）。马萧林认为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呈现出
不同的保存状况和埋藏特征，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遗存的叠加影响有密切关系，提出

新石器时代至三代的调查要关注区域聚落形态或单个聚落形态，而后段则注重于墓葬的空

间布局 （《中国文物报》１２月１７日第３版）。
对于古史时代的研究，孙庆伟认为可疑之而不可尽否之，研究者应有史学上的 “文

化自信”和 “文化自爱” （《遗产》第１辑，南京大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 “谱系法”

（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和 “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是

研究古史传说的两个重要途径 （《遗产》第１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十二）学术史

李新伟回顾了新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
索期，重在建立时空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较多；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
建设的 “黄金时代”，红山、良渚和陶寺文化刷新学界认知，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被引

入，共同促成了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２０００年以来重要发现频出，多学科助力，在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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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蓬勃展开，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 （《中国文物报》９月
６日第５版）。

吕鹏等回顾了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１９４９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开始期，
侧重于定性研究；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是形成期，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研究实践广泛开
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是发展期，学科体系逐步完善，涵盖古 ＤＮＡ和稳定同位素分析
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 （《中国文物报》１２月６日第５版）。

张婷系统回顾了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定名问题的探索历程，从学术史上理解夏鼐 《关

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价值，回顾了命名问题的历程及意义 （《华夏考古》第

３期）。李贝等立足于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实践，认为其研究成果异彩纷呈的表象背
后，凸显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价值和地位 （《甘肃社会科学》第２期）。黄尚明以李济
生平为线索，对其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生平活动和贡献进行了总结 （《中国考古学之

父———李济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新斌等以时间和重大事件为基础，系统梳理

了从１９２１年河南考古的发端至今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一幅河南考古的全貌图 （《河南考

古史》，大象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梳理了本单位自１９７９年成立以来的考
古工作和学术成果 （《浙江考古１９７９～２０１９》，文物出版社）。

（十三）英文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１５种英文刊物发表了５０篇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关的文章。
期刊主要包括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９篇）、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９
篇）、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７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篇）、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３篇）等。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包括１３位外国学者 （含旅居的中国人）。研究方向包括生业经济

（２３篇）、环境和人地关系 （１３篇）、器物 （７篇）、综论与聚落 （５篇）、语言和古 ＤＮＡ
（２篇）。

与中文刊物相近，生业、环境与人地关系依然是发表的重点，但中国学者倾向于新材

料公布，且材料重要性明显高于中文刊物所刊；外国学者侧重于多学科和跨区域认识，统

计学和方法论占优。传统研究内容发表有限，作为国内热点的文明起源研究也十分少见，

显示出中西方的考古学范式仍有差异。

１综论与聚落
ＺｈａｎｇＣｈｉ（张弛）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发展进行了宏观

考察，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等传统文化核心区在新石器晚期均发生衰落，而以二里头

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顺势崛起。西北冶金技术与海岱制陶技术和宴飨仪式的结合成为中

原社会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玉器的强化利用限制了将青铜作为武器和装饰品的趋势，也

使中原逐渐形成了欧亚大陆特有的青铜文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３６９）。
ＬｉｕＬｉ（刘莉）等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分析了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变化

和社会发展趋势。裴李岗文化晚期出现最早的小型定居村落，部分地区可能形成了两级聚

落等级；仰韶中晚期聚落数量和面积显著增长，两级聚落等级普遍形成；龙山文化早期聚

落急剧减少，但晚期又显著增长，并首次出现了三级聚落系统，社会复杂化明显加剧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２１）。ＹｕＳｈｉ－Ｙｏｎｇ（于世勇）等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之间的解析关系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不平等的方法论框架，通过对大汶口和良渚遗址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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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认为墓葬面积是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可靠代表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９）］。ＤｏｎｇＹｕ（董豫）等对梁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多视角分析认为，
年长的成年女性具有特殊的丧葬待遇以及稀有食物消费，墓葬面积和遗物数量并不是衡量

社会身份的唯一方式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３６８）。
２生业经济
以往倾向于关注农业社会中的农作物，较少关注狩猎—采集环境中的植物利用。Ｄｏ

ｒｉａｎＱＦｕｌｌｅｒ等系统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果树遗存 （桃、杏、枣），认为中国的

果树驯化可追溯到距今６０００～４５００年，处于农作物驯化完成和城市社会兴起之间。多年
生植物的种植是一种新理念，使人类从谷物的短期回报转移到果树的长期投资中，且与其

他手工业一道成为城市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２８（３）］。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邓振华）等分析了距今９０００～７０００年的广西灰窑田、隆安
鲤鱼坡和塘底冲三处贝丘遗址和距今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大石铲文化时期的谷红岭遗址材料，
显示出以橄榄为代表的坚果资源在岭南有长时间利用，而凹石的普遍发现也佐证了此结

论。但橄榄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极低，水生软体动物及其他陆生动物仍可能是更重要的食物

来源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３７２）。
黄河流域的粟黍、水稻与小麦一直是植物考古的重要问题。Ｗ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ｎｇ（王佳静）

等对秦安大地湾一期的罐形鼎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粟、黍、橡子和生姜等，其中生

姜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发现。多种植物资源的发现支持了早期农业首先出现在资源丰富的

环境中的假设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２９）。ＳｏｎｇＪｉ－Ｘｉａｎｇ（宋吉香）等对山西涑水河
流域仰韶文化至商代晚期的２５个遗址开展了分析，发现粟作农业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种
类，水稻和小麦显然是次要组成；作物加工模式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多样化，部分遗址在

收获时有大规模加工，而另一些则集中在家庭层面，可能反映出家庭之间劳动力和经济的

差距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２）］。ＷａｎｇＣａｎ（王灿）等对郑州
１０处仰韶文化遗存的植硅体分析，发现粟、黍和水稻共存，但粟、黍占主导地位。与裴
李岗文化相比，水稻种植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小型遗址中出现混合农业，显示农业已成

为中原普遍的谋生方式 ［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２９（１）］。ＬｕｏＷｕ－Ｈｏｎｇ（罗武宏）等对蚌埠双
墩遗址土壤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在距今７３００～６８００年前已经稻、黍共存，粳稻
是双墩的优势作物，并处于驯化的中期阶段，将黍在淮河中游出现的时间提前了２０００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２）。ＱｉｕＺｈｅｎ－Ｗｅｉ（邱振威）等对钱塘江上游荷花山
遗址土壤剖面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自早全新世以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数量增多、尺寸

变大、鱼鳞状纹饰递增，显示出水稻驯化的持续发展；而生土层中水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

体的发现，证明了野生稻的存在，进而推断该地区可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摇篮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４）］。

ＪｏｓéＭＣｏｂｏ等利用东亚和东南亚２０１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驯化水稻数据，估计了水
稻在该地区传播速度每年０７５～０９２公里，明显高于考古学文化的影响速度，显示出该
地区水稻传播主要是由农业人群的扩散导致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１）。

ＳｏｎｇＹａｎ－Ｂｏ（宋艳波）等对沂源扁扁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分
析，鹿、猪等中型哺乳动物是肉食资源的主要种类；动物骨骼部位缺失普遍较严重，显示

出非本地宰杀利用的特征，指向扁扁洞可能非长期居住地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２１）。ＷｕＸｉａｏ－Ｔｏｎｇ（吴晓桐）等对山西清凉寺、山东尹家城和丁公遗址的鳄鱼骨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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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锶同位素分析，发现均为土生土长，意味着４０００年前扬子鳄的分布已北至黄河流域，
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夏商时期可能将扬子鳄视为 “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３）］。
３环境与人地关系
ＷｕＱｉｎｇ－Ｌｏｎｇ（吴庆龙）曾于 ２０１６年推测黄河上游的堰塞湖与夏朝有关联，但

ＺｈａｎｇＹｕ－Ｚｈｕ（张玉柱）等通过对黄河上游循化盆地和积石峡的岩相学、沉积学和年代
学分析，认为积石峡存在两个独立的滑坡堰塞湖，是逐渐消失而非 “暴洪”现象，其消

退时间也较夏朝的建立早了至少１６００年，因此这次地貌事件与夏朝的建立无关 （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１８）。ＣｕｉＪｉａｎ－Ｘｉｎ（崔建新）等探讨了关中、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
龙山时代文化变迁的潜在气候和环境因素，认为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干冷化过渡在不同地区

是不同步的，存在从北到南的年代差，而内蒙古中南部史前人群在距今４５００年的南移与
北端气候的干冷过渡相吻合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Ａｓｉａ，２０）。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Ｎａ（张俊
娜）等研究了伊洛流域的地貌演变，发现距今９２００～７０００年前大部分地区是与湖泊和湿
地有关的泛滥平原，随着河流冲刷河道，于７０００年前形成平坦的一级阶地，距今４０００～
３８００年前频繁的大洪水淹没了一级阶地，并导致洛河向南改道，为二里头的兴起创造了
理想的地貌条件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５３１）。
４器物与技术
ＹｕｅＪｉａｎ－Ｐｉｎｇ（岳健平）等对伊春桦阳和桃山遗址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石制品研究，

揭示出石器工业在新石器化历程中的重要转变，主要表现在石料资源、打制技术、工具类

型的多样化发展，这种技术演化在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北海道同样存在，并显示出与古气

候、环境变化的相关性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３７１）。
ＡｎｋｅＨｅｉｎ等对安特生１９２４年在马家窑和齐家坪等遗址发掘的陶器 （收藏于瑞典远

东古物博物馆）进行了岩相和便携式 Ｘ射线荧光分析，认为尽管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在陶
器类型上有明显差异，但对于陶土和掺合料的选择标准却具有连续性，显示出一种共同的

工艺传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３）。ＡｎｄｒｅｗＷｏｍａｃｋ等对洮河流域马
家窑和齐家文化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也呈现出相同的结论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３７１）。ＩｌａｒｉａＰａ
ｔａｎｉａ等对道县玉蟾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了显微形态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大部分
沉积物是人为反复燃烧所造成的，其中陶土与火的组合主要用来煮动物骨骼和提取骨髓、

骨脂，推测玉蟾岩早期陶器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 （Ｇ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３５）。ＬｉＷｅｉ－Ｙａ（李
为亚）等对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进行了微痕和模拟实验，认为加工采用的是

干磨而不是湿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３）。
５语言和古ＤＮＡ
ＬｉＹｕ－Ｃｈｕｎ（李玉春）等分析了大量现代藏族人群的高分辨率ｍｔＤＮＡ数据，结合不

同海拔地区作物遗存的１４Ｃ测年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证实了藏族人群中存在大量源自
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分，还表明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低海拔区长期定居

后，采用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向高海拔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粟黍农业人

群遗传组分进一步促进了现代藏族人群与其他东亚人群的遗传分化，表明粟黍农业人群的

遗传输入对现代藏族人群基因库产生了重要贡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６（５）］。
长久以来，有关汉藏语系语言起源的时间及地点一直都存在争议。ＺｈａｎｇＭｅｎｇ－Ｈａｎ

（张梦翰）等通过系统发生学方法，结合系统的地理分析，重构了汉藏语系下各个分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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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推算出汉藏语系起源于距今５９００年的中国黄河上游地区，并且与马家窑文化
和仰韶文化的出现有关，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 ［Ｎａｔｕｒｅ，５６９（７７５４）］。ＬａｕｒｅｎｔＳａ
ｇａｒｔ等采用同样的方法，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数据库，更多考虑了与驯化物种相关的词
语，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７２００年前的中国北方地区，且与磁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
相关 ［ＰＮＡＳ，１１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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